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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朝鲜半岛的传衍
朱 冶

(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,湖北 武汉430074)

摘 要:儒家伦理在东亚社会的传播过程中,教化性敕撰书的颁布和流传起着重要推动作用。明初

编纂了多种类、面向社会各阶层的教化性敕撰书,如《皇明祖训》《孝顺事实》《为善阴骘》《五伦书》《历代臣

鉴》等。这类书籍东传至朝鲜半岛,不仅影响着朝鲜王朝人士对儒家伦理观念的接受,还产生出《三纲行实

图》《二伦行实图》《海东臣鉴》等衍生性著作。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东亚汉文化圈的传播情形,实际呈现了

儒家伦理纲常思想在周边诸国的下行与实践过程。

关键词:明代敕撰书;文化传播;朝鲜半岛;东亚汉文化圈

中图分类号:K248  文献标识码:A  文章编号:1673-9841(2022)03-0235-07

明初自上而下重视教化性书籍的编纂、普及和推广。明太祖编纂了数量众多的教化性敕撰

书,成祖、宣宗承继其后,亦撰修了种类丰富的教化用书。这些旨在训诫规劝臣民的教化性书籍,
不仅在明代基层社会发挥显著效用,还传播至周边诸国,尤其在山水相连的朝鲜半岛发挥着深远

影响。朝鲜王朝也因之出现衍生性教化书籍,如《三纲行实图》《二伦行实图》等,乃至采取本国例

证进行续编和补益,以塑造和影响臣民的道德伦常与礼俗实践。既有研究已注意到《三纲行实

图》等朝鲜王朝教化书的重要意义,且多从书籍编纂、内容体例、语汇图像等角度予以阐释[1-2]。
本文则回溯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东传过程,考察儒家纲常伦理以书籍为载体的传承脉络,探析朝

鲜半岛衍生性教化书的发展特点与表现,以见明朝建国之初确立教化理念的衍生与回响情形。

一、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特点

明初重视编纂面向社会各阶层的教化性敕撰书,李晋华、朱鸿林等学者对此已有细致统计和

研究[3-7]。概言之,洪武朝敕撰教化书籍数量最多,明太祖编纂了以皇太子、藩王、后宫、文武官

员、百姓为对象的各类教化用书,如《资世通训》《昭鉴录》《彰善瘅恶录》《臣戒录》《女诫》《武臣敕

谕》《武士训戒录》,以及《皇明祖训》《大诰》等等。明成祖紧随其后,除编纂《永乐大典》《四书五经

性理大全》等大型文献类编或经典合集,还敕撰或颁赐《劝善书》《古今列女传》《为善阴骘》《孝顺

事实》等道德教化书籍。宣宗时期有《帝训》《外戚事鉴》《历代臣鉴》,以及宣德朝敕修未成、正统

间完成的《五伦书》,倡明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之道。成化朝则有《文华大训》等。这些明

初敕撰书特点鲜明,从形式到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和延续性。
如何行之有效地推广敕撰书所承载的儒家道德伦理,是明代官方教化活动中的重要命题。

这在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特点中已有体现,清晰简明的图示、朗朗上口的诗歌、生动富有意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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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,遂成为表述与宣讲时的首选。

儒家哲学中存在着图像表达的传统。不仅抽象的哲学义理,可以用图示来表达,如周敦颐

《太极图说》及朱子后学《研几图》《四书章图》等经典诠释著作;儒家实践哲学中的伦理纲常,亦可

通过图解的形式予以生动阐明,最早有孝子图及二十四孝图等。明初教化性敕撰书中蕴含的伦

理纲常,在民间传播过程也容易演进为图像的表达形式。这在永乐朝敕撰书《孝顺事实》《为善阴

骘》诸书的衍化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,其在流传过程中均产生了配图改编的新版本。与之相应

的是,在圣谕宣讲的过程中,也常与教化性敕撰书结合起来,借用《孝顺事实》等书中故事配以图

画流传。

除注重以图像来演绎人物事迹之外,明初教化性敕撰书也颇为注意诗歌、论赞的加入。以

《孝顺事实》《为善阴骘》为例,虽署名明成祖“御制”“御编”,实际是由明初永乐朝所培养的翰林官

员编辑。书中采取“事—赞—诗”三层结构来展现,先博采历代孝行或阴骘事迹,分类成卷,再逐

个加以论断和诗赞。正是这部分论赞的引入,令其富含教化意味,并借助通俗简明的诗歌予以广

传。譬如,《为善阴骘》中“钟离悯恤”一条,诗曰:“钟离作吏处心仁,善政昭昭惠及人。青史无穷

彰善誉,前年陈迹尚如新”[8]卷2。值得注意的是,论赞这种形式的加入,与明初史学的发展阶段相

适应,王袆等人《大事记续编》等史书中均注意论赞的运用[9]。

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编纂和颁行,还体现出明代政治文化的承继性与一贯性。上述帝王训

诫及道德教化书在内容和体例上有前后相继的特点,显示明初形成的政治文化中儒家纲常的关

键位置。其敕撰完成后,多颁赐文武群臣、国子监及全国府县学校,如《劝善书》《孝顺事实》《为善

阴骘》《五伦书》等,在府县方志中常见记载。由此,明代士人得以阅读到这些教化书籍,事实上他

们还颇为重视书中承载的道德教化功能。明中期著名学者程敏政(1446-1499)就特别提到《孝顺

事实》具有启迪民心的价值,他期望选取《孝顺事实》与《二十四孝》中的典型故事,通过编入诗词

及民间曲艺的形式,从而使之传颂推广[10]卷54《复李宗仁太守书》,275。

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流传中与地方教化活动的紧密结合,乃其又一显著特点。王演畴(万历

二十年进士)的宗约会规中,即提出每月两会,择选约讲、约读在族内诵讲《大学》《孝经》《小学》及
律法、《孝顺事实》《太上感应篇》诸书,以教化宗人[11]卷2《训俗遗规》,209。晚明刘伯爕在为《乡约纂》作序

时,亦提到采编《孝顺事实》《为善阴骘》与《大明律》以整饬风俗的活动,“约行于乡,而法正于国”,

两相配合,可以移风易俗,实现善治的情形[12]卷18《乡约纂序》,388。明末吕维祺(1587-1641)也以《孝顺

事实》为成祖以“孝治天下”的典范[13]卷18,459。此外,明初教化性敕撰书还成为救荒书的取材来

源[14]。明正统间朱熊《救荒活民补遗书》,即是以“本朝列圣所下诏敕有关于荒政者,及采《为善

阴骘》所载前代救荒获吉之人续之,间以已意,为之论断”[15]卷8《救荒活民补遗书序》,504,编辑而成。

总之,明初洪武至正统间所编的教化性敕撰书,种类多样,特点鲜明,其内容以儒家伦理纲常

的道德训诫为主体,体例上引入论赞、诗歌等形式,以助益其推广流传。明初教化性敕撰书旨在

化民成俗,其在流衍过程中逐渐深入地方教化,融入图说、曲艺等形式,并与国家律法、乡规民约、

圣谕宣讲、救荒赈济相结合,从而实现教化风俗的最终归趋。

二、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衍生

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多由颁赐形式进入朝鲜半岛,辅以民间传播渠道[16]。多数教化性敕撰

书,都在编纂完成不久即颁赐朝鲜李朝。其中,《孝顺事实》《为善阴骘》《古今列女传》等书传入朝

鲜半岛的时间较早。譬如,永乐二年(1404)颁赐《古今列女传》,永乐十七年赐《为善阴骘》,部分

明初敕撰书还有多次颁赐朝鲜王朝的记录。
《五伦书》在成化五年(1469)颁赐朝鲜,《朝鲜睿宗实录》载“崔安、郑同、沈浍等,将皇帝别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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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五伦书》《五经大全》《性理大全》《四书》……熟绢、象牙等物,诣阙。上具冕服,迎赐物,率百官入

庭,行礼如仪。”[17]卷4,睿宗元年闰二月壬戌《五伦书》亦在朝鲜使者的燕行文献中被提及,李朝后期学者李

宜显(1669-1745)燕行中国时提到:“有南京僧持《五伦书》二套六十二册来售,粉纸大字,卷极长

大,以青布为衣,逐卷内踏正统皇帝御宝,甚可珍玩。而价极高不得买,可恨。”[18]卷29《庚子燕行杂识》上,485

以上记载可见中朝之间以书籍为媒介的文化交流。

事实上,朝鲜半岛在高丽时代已注重儒家伦理纲常,尤其是忠孝观念的推广。高丽忠穆王二

年(1346)府院君权准,以及权溥、李齐贤(1287-1367)等编有《孝行录》一书[19]。随着程朱理学

的深入传播、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颁赐流传,朝鲜王朝的伦理教化思想亦更趋深化。朝鲜世宗

(1419-1450年在位)敕撰教化用书《三纲行实图》时,曾训示臣子称:

  三代之治,皆所以明人伦也。后世教化陵夷,百姓不亲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大伦,率皆昧

于所性,而常失于薄。间有卓行高节,不为习俗所移,而耸人观听者亦多。予欲使取其特异

者,作 为 图 赞,颁 诸 中 外。庶 几 愚 夫 愚 妇,皆 得 易 以 观 感 而 兴 起,则 亦 化 民 成 俗 之 一 道

也。[20]卷首《三纲行实图序》

以上朝鲜君主效仿三代之治,明人伦以出治的宣示,与明初帝王训诫可谓如出一辙。由此可见朝

鲜半岛所受儒家文化的影响,不仅在价值理念层面,还包括国家治理的原则和方法。朝鲜国王的

教化理念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,以故其在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基础上,又自编本国的教化性书

籍,从而推行道德伦理与善行义举,化民成俗。

在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影响下,朝鲜李朝君主开始仿照其体例及内容,编纂教化性书籍。朝

鲜王朝所编纂的教化性敕撰书,自具特点。一是,类型与内容较为集中和单一,突出表现为对三

纲五伦的关心和重视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纲,兄弟、师友之谊,均不出宋儒伦理之范围,然为朝鲜

君主格外注意。二是尤其重视以图表意的表达方式,这虽在明代教化性敕撰书的下行过程中也

有体现,却在朝鲜李朝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因循的“行实图”类著述。

朝鲜王朝敕撰的“行实图”,既有世宗朝《三纲行实图》,又有中宗朝《续三纲行实图》《二伦行

实图》,以及光海君命撰《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》、正祖朝《五伦行实图》等。其数量丰富,在朝鲜半

岛流传广泛,编成后被颁予八道,李朝各时期又被多次翻印,刊印广布。对于这些“明伦之书”,朝
鲜君主不仅重视其颁布,亦注重敦促其贯彻施行。究其原因,乃是朝鲜君臣对伦理教化在治国理

政中重要性的深切认识。例言之,朝鲜中宗三十八年(1543),对于教化不明之事,中宗训诫“尧舜

之道,孝悌而已”,并格外强调颁布推行“行实图”意义。他提示不可令《三纲行实图》《二伦行实

图》等教化性敕撰书徒为“虚文”[21]卷100,中宗三十八年二月戊戌,更反复申述“时习以《三纲》《二伦行实》为不

急,其弊大矣”的慨叹[21]卷101,中宗三十九年正月乙丑。后世君臣也注意将前朝所编教化性书籍予以重刊重

编,如朝鲜宣祖三十九年(1606),司宪府以“明教化、淑人心”为国之先务,倡议重印《三纲行实图》
《二伦行实图》诸书,宣祖予以肯定[22]卷199,宣祖三十九年五月戊子,等等。由此可见,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朝

鲜半岛的传衍过程中,逐渐发展出“行实图”的编纂传统。

三、李朝“行实图”的发展演变

“行实图”的产生,是在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基础上逐步衍生而来,体现了朝鲜王朝对明初伦理

教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。朝鲜世宗十四年(1432),朝鲜王朝前期著名文臣权采为《三纲行实图》

所撰序言中,对此交代清楚,权氏称:

  自中国以至我东方,古今书传所载,靡不搜阅。得孝子、忠臣、烈女之卓然可述者,各百

有十人。图形于前,纪实于后,而并系以诗。孝子则谨录太宗文皇帝所赐《孝顺事实》之诗,

兼取臣高祖臣溥所撰《孝行录》中名儒李齐贤之赞,其余则令辅臣分撰。忠臣、烈女之诗,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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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文臣分制。编讫,赐名《三纲行实图》。[20]卷首《三纲行实图序》

由此可见,《三纲行实图》主要根据《孝顺事实》的体例和内容而来。所不同之处是,结构增益为

“图—事—诗—赞”的四层结构,内容有所增删,增入了部分新采集的中国及高丽、朝鲜人物故事。

值得一提的是,《孝顺事实》一书的诗赞部分,乃是由永乐朝精心培养的翰林学士所撰写,代表着

明初文教的新特点。以故,《三纲行实图》的诗赞情况也堪留意,它除采编《孝顺事实》中原有诗歌

之外,还加入本国《孝行录》中李齐贤赞,以及朝鲜世宗朝文臣自撰诗歌;其自撰诗作也颇为通顺

畅达,诗中多有倡议节烈的教化意味。

对比《孝顺事实》与《三纲行实图》的内容结构,颇可见明、鲜教化性敕撰书的侧重点所在。不

同于《孝顺事实》在人物事迹之后,加以论断和评价,并顺理成章地引出“诗曰”作为结束,《三纲行

实图》则是先以图画表达故事情节,然后简述人物事迹,再专列“诗”,最后列入“赞”的顺序,“诗”
“赞”两部分皆以黑底白字加圈标识。具体而言,《孝顺事实》已有的条目内容,《三纲行实图》基本

沿袭不变,只是调整顺序、略做删节。譬如“闵损单衣”条,《三纲行实图》在沿袭《孝顺事实》中人

物事迹、诗歌之后,将《孝顺事实》中论断缩略重写为“赞”,篇幅大为减少。“子路负米”条,《三纲

行实图》则在全袭《孝顺事实》中事迹之后,删去论断,而只保留“诗”的部分。整体来看,就两书共

有的内容言之,一方面由于插图的引入和“赞”的删减,《三纲行实图》在《孝顺事实》的基础上更为

生动简明;另一方面,也正是因为“诗”“赞”顺序调整,以及充满评判色彩的“赞”的删减去除,《三
纲行实图》在语言的说理性与感染力上实则略逊于《孝顺事实》。

李朝学者普遍对教化书籍中的“行实”之“图”有格外用心。编修《三纲行实图》的偰循称,此
书“谨类聚而成编,令文士著赞诗,俾画工成图像。善摹写其义烈,真仿佛其形容。将欲颁于国

都,而遂及于闾巷。凡诸寓目,孰不竦心。庶见感激而熏陶,终臻鼓舞而于变。揭民彝、扶世教,

幸亲睹于明时;遵王道、致时雍,期可传于永世”[23]卷44《进三纲行实笺》,期望通过将忠烈人物的故事绘制

为形象的图画,从而使得百姓更易受到熏陶鼓舞。由现存《三纲行实图》来看,书中插图清晰简

明,足令目不识丁的民众按图索意,受到感染和教化。

后世朝鲜王朝学者也对“行实图”的优势给予肯定。著名文臣李荇(1478-1534)即盛赞世宗

朝编纂《三纲行实图》的价值与意义。他具体指明“行实图”的体例优长,在于“图像既肖其纤微,

赞咏亦极乎褒美,不但钦想其面目,抑以感发乎性情。”[24]卷9《进续三纲行实图笺》,516换言之,以生动形象的

行实图,配合触发读者性情的诗歌赞咏,确可帮助儒家伦理观念在地方社会的推行和贯彻。李荇

参与编定的《续三纲行实图》,也都是依此方法和体例进行编纂的。

在《三纲行实图》的影响下,朝鲜王朝集中出现一系列以“行实图”命名的教化性敕撰书。《三
纲行实图》的接续之作中,一部分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添入新人物、新事迹的“续三纲”系列;一部

分是补备“三纲”所未有的所谓“二伦”“五伦”之作。前者有《续三纲行实图》《东国新续三纲行实

图》等多种,后者以《二伦行实图》以及较晚的《五伦行实图》为代表。

举例而言,《续三纲行实图》由中宗朝文臣申用溉(1463-1519)等奉旨撰修,其中涵盖孝子

图、忠臣图、烈女图等。前述李荇在《进续三纲行实图笺》中,提揭出中宗敕撰《续三纲行实图》对
于先王之治的承续意义,并指明此接续之作的两大价值:一是续补《三纲行实图》之阙略。《三纲

行实图》所载多是前朝之事,“止于宣德以上,非但未及于近世之事,亦多有漏于大明之初”,时隔

百年之际,实需补辑晚近事迹以激励民众。二是仿照《三纲行实图》体例并有所发展。《续三纲行

实图》一方面保留了“行实图”的体例,“摹形而纪其实行,悉遵世宗之前规”;另一方面“逐节而译

以方言,并用成庙之遗式”,纳入了朝鲜成宗时期所发展的谚解形式,令此书更具普及性,能被更

广泛民众所阅读[24]卷9《进续三纲行实图笺》,517。

朝鲜中宗时期敕修的《二伦行实图》,则旨在补益君臣、父子、夫妇“三纲”之外的人伦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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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,早在15世纪中期,明朝敕撰的《五伦书》已颁赐朝鲜,《五伦书》中已颇为完备地涵盖了君

臣、父子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之道。李朝《二伦行实图》的编纂则与朝鲜王朝著名学者金安国(1478-
1543)的倡议直接有关。姜浑(1464-1519)于中宗十三年(1518)为《二伦行实图》作序称:

  本朝《三纲行实》之书,既广布中外,人人皆知忠臣、孝子、烈妇之行为可仰也,莫不感激

奋励,以兴起其善心。独于长幼、朋友二伦,未之见焉。今庆尚道观察使金公安国尝在政院,

入侍经幄,请撰《二伦行实》,添续《三纲》,以备观感。上可之,下礼曹,令设局撰进。命未及

行,而公出按于南。首嘱前司译院正曹伸,撰集历代诸贤处长幼、交朋友,其行迹可为师法

者,得若干人。于兄弟图附宗族,于朋友图附师生,纪事、图赞、谚译,悉仿《三纲行实》,刊于

金山郡,请余为序。[25]卷1《二伦行实图序》,167

尊敬亲长、以友辅仁是明孝悌、重人伦的重要内容,也是“三纲”的扩大和延伸。金安国主张编修

《二伦行实图》,重在补益《三纲行实图》所未及的长幼、朋友二伦事迹,亦符合中宗朝“以教化为致

治之先务”的施政理念。朝鲜君臣均对《二伦行实图》有所期待,希望它编成后“自当与《三纲行

实》并行于世,为圣朝教化之基本,岂不美欤?”不过,与《续三纲行实图》一样,《二伦行实图》的体

例亦因循《三纲行实图》并有所革新。其采用“图———事———诗———谚解”的体例,也即,以朝鲜语

“谚解”取代了原有“赞”的部分。中宗朝《续三纲行实图》《二伦行实图》的体例变化,是朝鲜王朝

教化性敕撰书在衍生过程中的新发展。

申言之,金安国提议《二伦行实图》,实则反映16世纪朝鲜王朝儒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,

对社会教化的整体思考。其弟金正国(1485-1541)亦认为“三纲五常之道”的“日用之急,甚于水

火”,以故其在选拔治国辅政人才的策问中,不仅阐明本国“行实图”的编纂传统,还结合实际以启

迪朝鲜士子,指出“近年以来人纪不立,伦理灭绝。边将戮辱于西虏,麾下之士卒图为避免之计,

无挺身赴乱之人,子而弑父者继作。至于都城之内,手刃无忌,妇而杀夫者,相踵而不绝。朋友相

倾陷而失其信,长幼相陵暴而紊其序,以累我圣上中兴之治”[26]卷3《扶植纲常》,55。可以说,金安国、金
正国等学者均是从纲纪不立、伦常失序的社会现状出发,提出五伦和美的愿景,期望培养忠信之

臣、孝顺之子、贞烈之妇、信义之友、礼让之族,从而重建伦理秩序,化民成俗,实现王化之治。
《三纲行实图》等教化性敕撰书的编纂和推行,是朝鲜王朝社会教化实践的其中一环。以金

安国言之,他除倡议树立纲纪之外,对扶植彝伦、崇尚正学的事业亦多关注。金氏“令庆州、安东

等五邑,刊书籍之有关于治道者凡十一。其曰《童蒙须知》,正蒙养也;曰《口诀小学》,培根本也;

曰《三纲、二伦行实》,明人伦也;曰《性理大全》,崇正学也;曰《谚解正俗》《谚解吕氏乡约》,正乡俗

也;曰《谚解农书》《蚤书》,敦本业也;曰《谚解疮疹方》,辟瘟方,救夭札也。”[25]卷1《二伦行实图序》,167金安

国的社会教化活动,面向社会多层次、不同群体展开,他通过刊刻多种经史书籍,推广农书、医书

的朝鲜谚解,强调务实求用、实践施用。由此,既可较直观呈现16世纪初朝鲜王朝教化实践的多

元举措,亦见教化性敕撰书在地方教化中塑造人伦纲纪的核要地位。

在此时代背景之下,随着与地方教化实践相融合,朝鲜王朝教化性敕撰书也产生出新特点:

其逐步叠加累积,不断合并刊行,最终形成集大成式的“五伦行实图”。自朝鲜中宗朝以降,各部

“行实图”彼此相互叠加,或与《家礼》《小学》等文本相结合,产生出丰富多样的社会教化书籍。
“行实图”在朝鲜半岛流衍的过程中,既有《三纲行实图》或《续三纲行实图》与《二伦行实图》合刻

的版本;也有《二伦行实图》与《家礼谚解》合刻的情况。直到18世纪末,朝鲜正祖李祘以教化乡

里风俗为旨归,正式将《三纲行实图》与《二伦行实图》合编成《五伦行实图》一书。

正祖朝《五伦行实图》,是在朝鲜王朝历代“行实图”基础上,整理订正而成的集大成之作。其

书卷首题“御制养老务农颁行小学五伦行实乡饮酒礼乡约纶音”,内容庞杂,乃是朝鲜正祖李祘治

国理政之方的表达。正祖认为治国重在“观俗”,以故《三纲行实图》《二伦行实图》二书能够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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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辅治励世之具”。其原意是将两书与《小学》合编,其后又体认世宗朝施行养老宴、颁行《三纲行

实图》的深意,于是将乡饮仪式、乡约条例与《五伦行实图》共同颁布施行[27]卷46,正祖二十一年正月壬寅,命
沈象奎(1766-1838)、李晚秀(1752-1820)等朝臣润色考校、证订谚译而成。正祖重视民风、民
俗的习养,以《三纲行实图》《二伦行实图》为“化民成俗之本”[28]卷60《五伦行实图序》,252、“乡礼之羽

翼”[29]卷184《群书标记》,579,进而推动乡礼、乡约在民间的贯彻和实践。编成后的《五伦行实图》,其内容

“上摭纯行夸节,旁搜卓烈懿范。传以记之,绘以象之,诗以咏之,赞以褒之”,旨在“使匹夫匹妇,

一开卷、一涉目,油然起感,怵然兴惕,皆有以知其为臣忠、为子孝、为妇贞、长其长、友其友之为性

分之所固有,职分之所当然。不待司徒典乐之属,诱掖熏陶之功,贤者俯而就之,愚者跂以及

之。”[28]卷60《五伦行实图序》,253

实际上,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传衍,不仅对朝鲜王朝“行实图”系列书籍有塑造作用,还影响

至“臣鉴”等多种体裁的教化用书的编纂和衍化。例言之,朝鲜正祖所编《海东臣鉴》,又名《东国

历代及国朝名臣》,正是仿照明宣德朝《历代臣鉴》体例所编。《历代臣鉴》三十七卷,乃是明宣宗

亲自采辑春秋以来群臣行事,颁赐群臣。朝鲜正祖御定《海东臣鉴》二卷,则是“起自弘儒侯薛聪,

止本朝尹棨,凡一百九十一人。每人名下,注其字里爵谥,撮录其言行事迹之可为后人鉴法者,盖
仿皇明宣德中所撰《历代臣鉴》之体例也,与桂坊李商逸对校数昼夜而书成。”[29]卷179《群书标记》,487此可

见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朝鲜半岛流衍而生的多重价值。

整体而言,朝鲜王朝教化性敕撰书呈现出以“行实图”为主流的鲜明特色,用以图配事的形

式,宣讲儒家伦理纲常,辅以诗歌赞咏,乃至谚解,并逐渐辅翼于民间的礼俗实践。概言之,相较

于明初中国编纂的教化性敕撰书,李朝教化性敕撰书更具普及性和实践性。各类“行实图”编纂

完成后,颁行至朝鲜各地,对教化民众、化民成俗确有效果。检视朝鲜时代书目,在各道监营、乡
校和书院的藏书目录中,以《三纲行实图》《二伦行实图》两书最多。[30]“行实图”诸书的流衍及其

成效,常见于李朝士人的记载。如,玄德升(1564-1627)曾记述乡里徐氏二孝子的“纯诚笃行”被
采入 《续 三 纲 行 实 图》一 书,由 是 激 励 “吾 乡 士 子 观 感 兴 起,家 曾 而 户 闵”的 场

景[31]卷4《徐孝子续三纲行实录序》。此可见官修“行实图”的流传,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乡里伦理道德的改

善。再如,柳台佐(1763-1837)记载获赐《五伦行实图》之后,珍爱非常,诸位族人认真诵读此书

的情形,称:“书册之赐,诵读不忘而教儿训孙,所以答其赐也。每于明窗之下,先君子正席以坐,

先夫人盥手以跽读之。使诸子、诸妇、诸孙及族人男女,环坐以听,至或继晷而不倦。耳提之音,

面命之训,尚了然在心目间。”[32]卷9《内赐五伦行实图序》由此及见此类教化性敕撰书,对修治家族伦理的

有益影响。

四、结 语

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伦理教化实践,不仅有着共同的孝行故事文本,还有着较为一致的教化思

想和观念。朝鲜半岛自高丽时期即接受儒家伦理教育,高丽时代编纂了《孝行录》等教化性文献,

随着明初敕撰书大量传入朝鲜半岛,《孝顺事实》《五伦书》《历代臣鉴》等倡导儒家忠孝伦理的教

化性书籍受其格外关注。朝鲜国王娴熟掌握儒家治理思想,君臣上下无不赞同以“教化”为实现

“至治”的先务,将教化臣民、树立彝伦为国治民安、效仿三代之治的必由之路。然朝鲜王朝所衍

生的教化性敕撰书,又在承袭明初教化书籍内容和体例的基础上,产生出新特点。以“行实图”为
特色的伦理教化书籍,辅翼谚解等内容,令此类教化性敕撰书更具简明生动的特色,辅翼于乡礼、

乡约的地方化过程,助益于儒家伦理纲常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下行和实践。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

朝鲜半岛的衍化现象并非偶然,还见于经史子集各类典籍的域外传播过程,体现了东亚文化交流

与互动的共性和差异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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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ThreeCardinalGuides,TwoEthicsandTheRecordofHaiDongMinistersandsoon.Thecasestudyfocusesonthe
disseminationofthosebooksintheGoryeoDynastyandrevealsthepropagationandthepracticeprocessofConfucian
ethicsintheEastAsiansociety.
Keywords:booksformoralindoctrinationintheMingDynasty;culturalcommunication;theGoryeoDynasty;EastAsi-
anHanCulturalCircl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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